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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1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7岁。
郑哲敏，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山东

济南，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1947 
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留校做钱伟
长先生的助教，1948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
院留学，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1952年在
导师钱学森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55 
年2月归国，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力学研究室工作，随后参加钱学森创建中
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工作，1956年转入
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先后担
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
职，是中国爆炸力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
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 
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4年当
选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2012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现刊登科技史专家熊卫民教授2010年的采

访，以表达我们对郑哲敏先生的深切缅怀。

初到美国

熊卫民：郑先生，我受美国加州州立
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之
托，想请您介绍您在美国留学和回中国工
作、生活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留学美
国的中国学者有的选择回国，有的选择留

郑哲敏口述：我的留学和回国经历
○熊卫民  采访整理

在美国，王教授想对这两类人进行比较研
究，委托我访问您。他自己则准备去访问
目前还在美国的那些科学家，譬如您的师
兄罗时钧。

郑哲敏：罗先生经历比我坎坷。他比

我高一届，与庄逢甘是交大1946届的同班

同学，他俩都比我早一年去美国留学。庄

先生比我小5个月，刚于11月8日去世，上

礼拜我还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

仪式。

我是1948年8月离开上海去美国的，

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兵荒马乱。我乘的是

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Meigs（美格斯）将

军号。船一共走了25天，路线有些绕：先

到香港、马尼拉、吕宋，然后经过关岛、

中途岛。本来还要停檀香山，却正逢码头

工人罢工，没办法装卸船只，所以径直开

到了旧金山。

初到美国时挺陌生的，因为我是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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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轮社奖学金”出去的——扶轮社基

本上是美国一个组织，在全世界都有分

部，它设有奖学金——所以当地扶轮社

派一个美国人来旧金山接我，把我放到

旧金山一个不错的旅馆。住了几个晚上

后，我买了火车票坐到小城市帕撒蒂娜

（Pasadena）。它就在洛杉矶东北边，城

市虽小，但有钱人很多，因为那里气候

好，四季如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

出“大王”的时代，很多人退休后就搬到

洛杉矶附近，所以帕撒蒂娜住着很多“大

王”，如铁路大王、木材大王等。这些人

捐了很多钱给CIT（加州理工学院），对

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当时坐的是夜车，第二天一早到洛

杉矶，接我的是扶轮社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先生，和一位刚从CIT拿到博士学位、

到CIT航空系做博士后的中国人——冯元

桢。冯先生现在很有名，是美国的三院院

士，并被尊为“生物力学之父”，近些年

接连获得各种奖项，譬如“美国国家科学

奖”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先生，以后

我们变成了交往甚多的朋友，出国访问时

我常去看望他。冯元桢的基础很好，1937 

年考的中央大学航空系，1941年毕业，留

校当研究生，导师是航空系教授流体力学

的老师柏实义。冯先生可能还到国民党位

于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过，研究航空，

大概于1945年去美国，1948年就拿到了博

士学位。

刚开始几天，扶轮社把我安排在一个

老先生家里——他是扶轮社的秘书，叫拉

兹（Lutz），是位电器工程师。开学报到

后，我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

里。第一年，我的室友是唐有祺，他在鲍

林主持的化学系搞物质结构研究。住在隔

壁单间的是肖健，他当时在美国的名字是

肖积健，学高能物理的，正跟着正电子的

发现者安德森研究高能粒子。唐有祺与肖

健本来就比较熟悉，我去了之后我们三个

就常在一起。后来吴耀祖也来了，他与罗

时钧、庄逢甘在交大是同班同学，1947 

年出国，1948年转到加州理工。罗时钧也

是头一年不在CIT，第二年才转过来的。

后来我又认识了罗沛霖。他与钱学森同

代，比钱学森低一年级。我还认识了研究

物理的李整武夫妇，以及研究生物的鲍文

奎和沈善炯。因学校校舍有限，鲍文奎和

沈善炯当时住在校外。那个时候，CIT没有

女生，没有黑人，但有印度人和中国人。

梅贻琦没有动员我去台湾

熊：你们这些不同专业的中国同学，
当时来往多吗？

郑：刚开始时，我们的来往并不多，

没有什么公共聚会。1948年晚些时候或者

1949年——就在罗沛霖去后不久——留美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然后大伙的聚

会才多了起来。罗沛霖是留美中国科协在

CIT小组的头，记得在钱学森从MIT回到

CIT时，他曾组织我们去欢迎钱学森。

熊：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海峡两岸争
夺留学人才的问题？

郑：我知道1949年离开大陆时，蒋介

石确实采取了措施以争取人才去台湾——
他不太成功，更多的人才留在了大陆。至

于之后国民党政权是否也有争取海外留学

生的政策，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能就个

人的经历谈一谈。梅贻琦等人曾找过我

几次。

我的大学一、二、三年级是在位于昆

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四年级时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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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南开复校，我被分到清华。毕业

后，我留校做助教。作为学生和小助教，

我和梅贻琦校长原本是联系不上的。他之

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后来争取“扶轮社

奖学金”的事。在中国北方的西安、北

京、天津以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多个

城市都有扶轮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奖学

金名额，要在全中国范围内甄选。

有一天，我和清华的二三十个年轻教

师一道，参加了北京扶轮社的奖学金考

试。主要是考英语，我记得有作文和口

试，主考官是陈福田和Winter——后者是

个诗人，一直单身，“文化大革命”时仍

在北大，后来在中国去世。考完后，清华

推荐了我。当时，北京的扶轮社委托清

华、北大、燕大、辅仁等高校各推荐一名

候选人，大概他们也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

拔候选人的。后来，北京的扶轮社从北京

各校的推荐人中选择了我。然后，他们又

去西安、天津挑人。负责此事的是凌其

峻。他是清华学校早期的毕业生，后来留

美，回来后搞实业，做进出口贸易等。那

些城市的人选也确定后，再在整个北方遴

选。我被选中。再后来，我又与分别来自

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那两名候选人竞

争。最终，我被选上。

熊：全国才录取一人，您能被选上，
真是不简单。

郑：确实不容易，以至于在“文革”

时有人质疑我是否在这件事情上走了后

门。但我确实不是靠关系。之所以能被选

上，我想主要是由于机遇使然，且与我上

中学时学英语的机会较好有关。在斟酌人

选的过程中，梅贻琦为我写过推荐信，这

是我和他打交道的开始。

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兵临城下的

北平南下。1949年底或1950年初，我记

得是在我刚拿到CIT的硕士学位开始念博

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来找我。没谈什么

别的事情，只是告诉我他也来美国了，

任职于“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负责

美国给“清华”的基金，正在收集一些书

籍，准备将来运回“清华”。

熊：没有鼓动您将来去台湾？
郑：没有。1953年左右，他第二次来

找我，邀我去吃饭。当时正值他或他夫人

生日，他的女儿、女婿也来了。席间谈到

解放前夕，地下党来找过他，希望他留

下，但他没留下，是最后一批从东单机场

飞往南京的。他之所以走，是因为不认同

共产主义思想。他向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

态度，但并没动员我去台湾。之后不久，

我又接到原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我参加

扶轮社考试时的主考官陈福田的一封信。

陈福田是华侨，解放后就回了夏威夷。他

在清华曾经颇有影响——那时清华园有三

座小巧幽雅的庭院，分别称之为甲所、乙

所和丙所，甲所是校长梅贻琦的住宅，乙

所是哲学家冯友兰的住宅，丙所就是陈福

田的住宅。他给我写了信，但我没回信。

熊：他们找您，是不是组织的意思？
郑：不是。只是私人交往性质，并不

代表政府机构。他们也许有劝我不要回大

陆的意思，可并没有明说。

参加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熊：共产党方面呢？
郑：那就是有组织的啦。留美中国科

协实际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主要工

作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大陆——刚开始时

隐蔽一点，新中国成立后就明确地动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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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回国。它与在英国的留学生组织也有联

系。我通过它还收到过从英国寄来的小册

子，对于如何回国，上面说得很详细。那

时我哥哥在英国。我1948年出国，他1949

年出国——当时英国有个工厂提供奖学

金，他就去了那个工厂。后来，他给我写

信说想去美国上学。可美国说中国由共产

党当权了，不接受他。1950年底他就回

国了。

熊：参加留美中国科协需要办什么手续？
郑：当时并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国学生

都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协。我参加了。

参加时没什么手续，报个名就可以了。然

后大家开会，商量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

事情。冯元桢那时候正在做博士后，

他说可以做几件事情：一是买点书寄

回去，一是翻译点书寄回去，一是写

点书寄回去。当时并没有人在会上明

确表态要回国，但不久之后就有好几

人回去了。1950年，庄逢甘、罗时

钧、沈善炯、鲍文奎也陆续回国了。

当时有三位前辈在CIT。一位是中央

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1946年他应

邀到美国参观原子弹爆炸试验，然后

到美国的一些实验室访问，后来去了

CIT。他手里有一笔受中央研究院所

托去买原子研究设备的钱。1950年，

他和罗时钧、沈善炯一道回国，一

起在日本被扣。一位是清华大学化学

系教授黄子卿，他于1948年赴美，属

学术休假性质，临近解放时回国。他

很有趣，经常和夫人一起作诗，然后

念给我们听。还有一位叫余瑞璜，抗

战时是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有名的教

授，是应鲍林教授之邀到CIT做短期

访问的。他回国参加了开国大典，后

来服从组织分配去吉林大学（最初叫东北

人民大学）创办物理系，再后来被划成了

“右派”。

到CIT之后的第二年，我搬到楼下，

与罗沛霖一屋。罗沛霖每周末都去钱学森

家。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

不承认。罗沛霖说，钱学森的名字不适宜

在我们留美中国科协CIT分会的花名册上

出现，所以，那上面真没有他的名字。但

是，我们的欢迎会和CIT分会的成立会，

钱学森一家都出席了，后来分会的活动他

就没再参加过了。

当时冯元桢很积极地准备回国。他的

朋友易家训，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把书

朱光亚等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采自哈

佛燕京学社收藏的《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 8 期，

1950 年 3 月 18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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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寄回来了。冯元桢是一个很和善的人。

他与夫人喻娴士在国内就认识，1950年时

在美国的一个教堂里结婚。喻娴士的父亲

喻传鉴是南开中学的首届学生，大学毕业

后辅助校长张伯苓，成了他的主要助手。

张伯苓后来从政，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

长、考试院院长等要职，南开中学主要由

喻传鉴管理。

熊：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当时哪些人
比较有号召力？

郑：华罗庚是比较有号召力的。他是

留美中国科协的负责人之一，在回国前跟

大家写过公开信。葛庭燧也给钱学森写过

信，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们当时与留美

中国科协芝加哥总部的联系全靠罗沛霖。

丁儆当时也是比较活跃的，他与我同岁，

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得了老年痴呆。

为什么不留在美国

熊：你们这些留学生，当时有没有选择
去台湾的？

郑：在我们圈子里面，人们要么回大

陆，要么留在西方，没听说谁要去台湾

的。因为都怕蒋介石，他在知识分子中名

声已经臭了。像我这种并不积极参与学生

运动的中间派，后期也认为国民政府贪污

得太厉害，腐败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不

可能靠蒋介石来清理，原来曾经对他抱有

的希望全都放弃了。

1948年，国民政府派了一个叫于斌的

天主教主教，把好几百位高中生——我们

称之为童男童女——与我们同船送到美

国去。

熊：几百个人？
郑：那条船上光中国人就有几百个。

其中，有十几位年轻教师来自清华，他们

多数都是过了一年就回来了，譬如说王补

宣、陶渝生。陶渝生是陶孟和的儿子，陶

孟和后来当了中科院副院长，1957年被划

为“右派”。

熊：陶孟和是“内控右派”，当时并未
公布在“右派”名单之中。您在学成之后为什
么没有留在美国呢？

郑：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历史书所记载

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的教育，也

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强烈的爱国、救

亡意识。我们从小就唱“打倒列强、除军

阀……”之类的歌谣，对包括美国在内的

列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

我们能充分看到美国社会的优点。例

如，美国的变化很快，汽车的款式刚推出

不久，又会出新型的，衣服样式、料子更

是日新月异；而国内在国民党统治之下，

几年过去还是老样子，而官方的腐败日甚

一日。面对这些强烈的反差，我们对美国

当然有好感。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对资

本主义社会也还是有所顾忌，对美国社会

也还是有点看法。过去在国内时，我们认

为国有的就是进步的。在美国看到铁路工

业都是私人的，不太能接受；在美国吃的

早点都是一盒一盒的，很方便，不过到处

都如此，感觉垄断得厉害。更重要的是，

我们感觉到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这

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例如华人不能入籍的

政策，从19世纪后期开始，好像到20世纪

40年代才解除。

熊：您刚才说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
国人待你们如何？

郑：我们一般都感觉美国人是很友好

的。例如我的奖学金是美国人提供的；学

习期间，我曾接受邀请在两个美国家庭居

住，他们待我也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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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的美国人盛气凌人，有居高临下之

感，好像中国人不如美国人似的。1950 

年，我还没毕业，冯元桢已经毕业，在

MIT有项目。我对冯元桢说，我还有一年

就拿到学位了，美国哪儿也没有去过，想

出去转转。他就与他夫人和我共三人开车

绕着美国，包括南方所谓的Deep South 区

转了一圈。在许多城市，包括华盛顿在

内，都发现有饭店在门口贴着告示：我们

不接待有色人种。首都也如此，南方更不

用说了。在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城市中，

上公交时黑人直接走到最后面，前面即使

有空位黑人也不能坐。加州理工所在的帕

撒蒂娜虽然小，也有黑人区。钱学森原来

住的房子很好，出事以后，房东不愿意再

租房给他。他只好另找住处。这种事情让

人很不舒服。

除种族歧视氛围外，文化上的差异也

让人不自在。毕业之后，长期在外单身旅

居的我，常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没有

根，很孤独，没人可以交流。总的说来，

当时的社会气氛非常压抑，我们在美国过

得并不愉快。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爆

发，通信不便，我们对中国国内所实际发

生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只是听说社

会治安变得很好，通货膨胀等乌七八糟的

事情都没有了。与我父亲通信时，我还了

解到，解放后，他没再摆钟表摊子，而是

办了个钟厂，圆了年轻时想办点实业的梦

想。这些都是好消息。事实上，那时我们

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

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

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

逃避。有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科协订

阅的香港《大公报》和纽约的《华夏日

报》，两者都是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华

夏日报》经常开天窗，以示对美国政府的

抗议。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郑：在对中国留学生归国的事宜上，

美国的态度是有变化的。1950年罗沛霖回

国时，美国是鼓励留学生回中国的。朝鲜

战争开始后，就不让回国了。1951年缓了

一年，1952年他们就找我麻烦了。

熊：他们是怎么找您麻烦的？
郑：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了

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1950年下半年，我

申请回国，没获批准。1951年，我又一次

申请回国，仍没成功，不过也没把我怎么

样，只是移民局曾经有人把我领到一个房

间，有个穿制服的坐在门后的桌子边，问

了我很多赤裸裸的政治问题，譬如中国共

产党是不是由苏联所控制，等等，大约有

十个这样的问题。1952年上半年，来了一

封信，让我某天去移民局办公室一趟。我

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给扣了，还给我念东

西，说我是非法居留——他们用这个“帽

子”把我给扣了下来。同时被扣的还有两

位CIT的同学。一位是冯元桢的夫人喻娴

士，另一位是机械系一位姓陆的同学。

然后我就打官司。我说，既然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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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我是非法居留，那我就自动离境。

1952年7月，我接到他们的一封信，说

同意我自动离境。可是4天后，他们又

来了一封信，说：考虑到你回中国不

符合美国利益，我们虽然同意了你可

以自动离境，但不允许你离境，也不

允许你有任何离境企图。我就这样被

扣了下来。我于1952年6 月博士研究

生毕业，之后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

护照也被收掉了。CIT对我不错，以助

教待遇收容我教了两年书，做了些研

究工作。

熊：既不让居留，又不让离开，您的遭
遇与两年前钱学森的遭遇类似。

郑：我估计，我的事可能与钱学森有

关，1950年罗时钧他们在日本被扣押也

可能有他的因素。CIT的留学人员中，最

早回来的是肖健。1949年，他学业尚未完

成，即找了个停靠天津港的货船回来了。

罗沛霖是一年后走的。他很敏感，论文没

做完，就买了船票准备回国。后来他没在

洛杉矶上船，而是买了飞机票，赶到檀香

山后再上船。要不是这样走，他肯定会被

扣下来。

熊：真的不容易啊。美国政府设法将你
们留了几年。在这期间，有不少人结婚生子，
然后，就很难再回去了。您的遭遇是不是也与
麦卡锡主义有关？

郑 ： 麦 卡 锡 主 义 在 我 们 学 校 影

响挺大的。有个人叫威因鲍姆（ S . 

Weinbaum），在CIT化学系任助理研究

员，因被控作伪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

被判刑。他在学校的朋友也遭到怀疑，弄

得学校气氛紧张。我后来才知道，威因鲍

姆与钱学森相识，钱学森还曾写信推荐他

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去工作。二人同时参加

过不少活动，其中有些是共产党的外围组

织的活动，有些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活动，

钱学森本人不一定知道。因此，查威因鲍

姆的时候查到钱学森身上来了。这件事情

对钱学森造成了压力。化学系的鲍林教授

也受了威因鲍姆事件的影响。鲍林是进步

党党员……

熊：进步党？
郑：对，进步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

外的一个政党。进步党出过一个叫华莱士

的，曾在罗斯福时代任副总统。他在1944 

年访问中国，捎了些美国蜜瓜种子到兰

州，后来，兰州的农学工作者试种成功，

将其命名为华莱士瓜。在一次政治性的活

动中，我曾和鲍林一起吃过早餐，明显感

到他受到了压力。当时有一个非美活动

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

American Activities）曾到我们学校搞审查

活动。

熊：这些调查活动是捕风捉影，还是确
实有所依据？

郑：那时候苏联在美国确实布置有间

谍网，而美国共产党也确实有地下活动。

1953年，罗森堡（Rosenberg）夫妇被判

处死刑，就是因为泄露了机密给苏联。美

郑哲敏与恩师钱学森（左）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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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对共产主义历来警惕，苏联的原子

弹（1949年）、氢弹（1953年）出来后，

更是变得恐慌起来，而老百姓也犹如惊弓

之鸟，一忽悠就起哄得厉害。麦卡锡主义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他们在很多地

方开展对共产党的追查活动，达到了捕风

捉影的程度。美国政府还设立了联邦忠诚

调查委员会，要求公务员、军方人士以及

大学教授等搞“忠诚宣誓”，声明自己效

忠美国政府，不同情共产主义等，否则就

会遭到解雇。这些调查弄得人心惶惶。有

些人被说成Pink（粉红）。弄得他们也比

较紧张。

熊：博士毕业后，您连合法身份都没
有了。

郑：是啊。我不知如何争取自身的合

法权益。后来有人告诉我，移民局使用的

是不同于民法的另一套法律系统，什么事

情都能干出来。被非法拘留过之后，我就

申请自动离境。审批的结果是不让走，还

把我的护照没收了，让我没法出去工作。

1952—1954年，我就在学校待着做助教；

还像自由撰稿人似的，做点临时的研究工

作，写一个研究报告，得几百块钱。

熊：在业余时间您做些什么呢？
郑：主要是看书。毕业后我看了很多

小说和纪实作品，尤其是侦探小说。印象

较深的是史沫特莱写的一些东西。她是个

记者，曾应邀访问延安，写过很多相关的

报道和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

辩护人。我试图通过她的笔来了解新中国

的领导人。

熊：您当时与国内有直接的通信往来吗？
郑：有，但不多，主要是与我父亲通

信——直接写给他，至于路上怎么走，我

不太了解。大概要经过香港吧。

熊：当时您父亲在哪里？
郑：解放时我父亲在香港，1950年，

我妹妹把他接回上海。在通信中，我父亲

并未向我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但我模模糊

糊知道，回国后会控制得很严，因为美国

社会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介绍，如报纸上

说中国是警察国家、已执政的共产党仍保

持秘密组织的作风等。我们还获悉国内正

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反对“崇美

恐美”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

动”之类的东西也听说过一些。对于这些

负面的东西，我是将信将疑。所以，1954

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后允许我们走，我一方面

很高兴，另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我知道，一

旦回去，恐怕就不会再有出来的机会了。

绕道欧洲归国犯了大忌

熊：听说您当年是绕道欧洲回国的？
郑：是的。之所以如此，有点个人原

因。我爸在香港时，我妹妹动员他回来。

他给我写信，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生意，也

就积蓄了不到两万美元，都寄给你吧。我

把这笔钱存到了银行。尽管当时我在加

州生活很窘迫，也一直没动用它。我胆子

小，怕钱会被没收，就在离开美国时，把

钱从美国银行取出来，想方设法把它转移

到欧洲去。我爸长期做钟表代理商，从瑞

士进口钟表。我决定先让钱流经瑞士。但

当时不容易拿到瑞士的签证。瑞士人说你

来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我就

先办成了去日本的签证，接着就有了到瑞

士的签证。瑞士签证办下来后，我又办了

去法国、意大利的签证。到瑞士后，为了

获得进入香港的证件，我在那等了近三个

月。在香港登岸后我就溜了，把去日本的

票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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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回国之前您有什么预期？与后来
的实际情况有落差吗？

郑：我想在回国之后去钱伟长那里工

作。我曾给钱伟长写过信，但他没回信。

我妹妹于1946年考进燕京大学，1950年毕

业，去北京市政府当翻译。有一次在开会

时她遇到了钱伟长，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愿

望。钱伟长说我可以去他那里。就这样，

我有了一个工作的地方。

回国之后，我才发现，因为去了趟欧

洲，我的履历出现了“疑点”。

熊：这件事情影响了组织对您的信任
度，以及您以后的工作吧？

郑：是啊。这段经历没有证明人，是

一段历史空白，也许影响了对我的使用。

1958年，我们力学所调整方向，重要的

“上天”“入地”“下海”任务与我无

关，我只管不被重视的“工农业生产中的

力学问题”；“文革”时我的历史也没法

说清；我后来当力学所所长较晚，也许与

这个有关联。

熊：同为钱学森的学生，您的师兄庄
逢甘、罗时钧等做的可都是与国防相关的
保密工作。

郑：我现在年纪大了，回首往事，觉

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未尝不是一种财富。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原载《东

方历史评论》，本刊有删节）

郭旭老学长，于 2021年3日14日去

逝，享年99岁。郭旭学长1922年5月26日

出生，云南昆明人。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

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在云南师

大外语系教学43年，直到1988年退休。曾

任云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副系主任、

研究生教研室主任。曾任云南省副教授、

西南联大郭旭老学长逝世  享年 99 岁

教授评审委员会委员三届，云南省外语学

会副会长，云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

长。曾参与创建云南省外国语学会、云南

省翻译工作者协会。

曾翻译英国作家费 ·沃尔夫的小说

《达罗卫夫人》，专著《最新英文课复习

指导》，主编《当代英汉词典》。1986

年受聘为访问研究员赴美国麻省州立大

学与该校教授 Luciem Miller 合作完成两

校协作项目。翻译云南少数民族神话故

事传说，用英文形式介绍到西方国家。

书名South of the Clouds——Tales From 
Yunnan，1994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

版。曾担任过一些重要口译工作，如云南

省政府与联合国官员谈判等。2002年被中

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

称号。 


